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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农村合会兴起的文化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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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化对经济制度变迁至关重要，文化不仅影响制度创新的成本，还影响制度安排选择集的变动，其具体

影响效应依文化的性质而定。基于文化的视角研究表明：合会这种独特的农村非正规金融制度最早兴起于温州等

东南沿海地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温州地区的文化差异。受地方亚文化注重实践、以利和义、义利并举等观念的

主导，在温州人潜意识里，合会是天经地义的；商业文化传统中基于资金互助和融资模式的记忆为其直接承袭已

有的融资模式提供了便利；宗族文化的存在能够有效地克服因国家正规法律秩序缺失所引致的无序进而降低民间

私人借贷交易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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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e explanation for the rise of rotating savings and credit associations (RCAs) 

in rural regions of Wen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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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lture is essential for the change of economic institutions, and it not only affects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costs, 
but also affects the change of institutional choice set, and the specific impact depends on specific nature of culture. 
View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e, this paper finds out that: the rural informal finance such as rotating savings and 
credit associations originates in the southeast coastal region such as Wenzhou because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the RCAs 
are subconsciously justified in Wenzhou since the local subculture focuses such concepts such as practice-oriented 
concepts, other concepts of justice and benefit both and so on, the memory from business cultural traditions based on 
mutual funds and financing models provides a convenient for the existing financing models, and the existence of clan 
culture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uncertainty in private borrowing transaction by overcoming the disorder caused by the 
lack of formal legal 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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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农村非正规金融是指发生于农村地区的不受

官方部门监管且不用纳税的融资制度安排及金融

组织。尽管中国自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一直严
禁个人或企业组织或参与各类非正规金融活动，但

在正规金融机构难以满足农户及中小企业金融服

务需求的情况下，广大农村地区还是内生出了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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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规金融组织。合会就是其中一种重要组织形

式，其兴起引起了决策层及学界的广泛关注。 
合会是标会、轮会、摇会、抬会、义会等的统

称，又叫轮转基金或互助会，是一种世界性的民间

融资现象，在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及地区都存在。

它通过会员间的合作来达到互助、互惠之目的，是

一种集储蓄、借贷于一体的民间互助组织。追溯中

国经济史可发现，合会作为一种典型的非正规金融

组织可谓源远流长，早就存在于以人缘、血缘和地

缘为基础的乡土社会里，并广泛流传于中国东南沿

海的浙江、福建、广东等地区，是中国传统乡土社

会生活的一部分。改革开放后，合会既为东南沿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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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地区民营中小企业和农户提供了重要的融资

渠道，又为资金富余者提供了一条高收益、低风险

的投资渠道。合会作为农村非正规金融制度安排的

一种特殊形式在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初期发挥了不

可或缺的作用，甚至可以说，若没有这种民间融资

形式就没有个体私营经济的蓬勃发展。因而，深入

研究合会这类特殊的融资制度有助于正确理解区

域农村经济增长之谜。一个较为重要的问题是，自

1978年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在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
制度的诸多融资形式中，合会这种独特的融资制度

为什么偏偏最早生发于温州等东南沿海地区，而没

有出现在内陆地区及华北沿海地区呢？或者说为

什么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制度会呈现出明显的地

域差异性呢？与东南沿海地区同等经济发展水平

的中西部农村地区虽也存在私人借贷、银背、农村

互助社、地下钱庄等非正规金融形式，但却没有普

遍生发出合会这类民间融资形式，这应如何从理论

上进行有说服力的解释呢？ 
众多国内外学者从经济效率的角度研究了合

会的制度效率及其治理机制[1-7]，但却鲜有学者专门

从亚文化或地方文化的视角探究区域经济发展中

合会的兴起。事实上，文化不仅会影响一个国家或

地区的社会信任程度、个体的价值观和偏好以及制

度变迁过程，还为企业家的商业活动及创业行为提

供丰富的知识来源，在企业家创业活动及创新行为

中还发挥着“社会资本”的功能，进而对经济增长

产生影响。笔者拟在深入分析文化如何影响经济制

度变迁的基础上从文化的角度来探究合会这类组

织发展的逻辑，以期获得关于农村非正规金融的一

些新的发现或结论。 

二、文化对经济制度变迁的影响机理 

制度经济学家柯武刚和史漫飞[8]将文化界定为

共享的价值和一套基本上不可言传的规则系统，以

及某共同体内在社会交往方面的各种更为具体的

要素。比较制度学家青木昌彦和奥野正宽[9]把文化

看作是一个经济社会中人们所共有的价值观念，而

且文化由人们的偏好所反映。冯兴元[10]则认为，文

化是指一个群体所共同拥有的知识，这些知识使得

该群体能够以同样的方式表达其生活经验，并依据

共同约定的规范行动，而且文化还具有自我永续、

多层次、不易变等特性，或者说一个群体在一定时

期内形成的思想、理念、行为、风俗、习惯、代表

人物，以及由该群体整体意识所辐射出来的一切活

动都表现为文化。 
“文化”一词内涵宽泛，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笔

者拟尝试着从认知和规范意义上对“文化”予以界

定。笔者认为，若从认知意义上来讲，文化为个人

决策者制定了一个清晰而具体的行动程序，也即文

化是某群体所享有的共同知识或信息，而且这类共

同知识或信息有较大一部分属于默会知识，只可意

会而不可言传；从规范意义上来讲，文化是一种社

会规范，它告诉决策者哪些行为或做法是合理的、

适当的，应该坚持、推广、践行，哪些行为既不合

理也不合法，应该坚决否定、杜绝。由此而言，文

化可能是认知性的，抑或是规范性的，要依具体情

况而定。 
文化提供了一个以语言为基础的概念框架来

对由感官传递至大脑的信息进行编码和演绎[11]。文

化为人类认知世界提供了一个框架或结构，或者说

文化为行为人的主观感知提供了一种语境。然而，

文化的经济学意义并不止于此。North [11]指出，文

化还会影响制度创新，为制度创新提供知识性源

泉。文化究竟如何影响制度创新，其内在机制是什

么呢？ 
总的说来，文化影响制度创新的成本，至于究

竟是降低制度创新的成本还是提高其成本则取决

于文化的性质。在人类的合作秩序中，早已存在的

文化传统发挥着供给共同知识或信息的作用，这类

共同知识或信息并不需要追加投资。一般说来，新

的制度安排最好与已存的文化传统相一致，否则文

化因素不仅不能降低制度创新的成本，还会成为建

构新制度的阻碍因素，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制度变

迁的路径依赖特征。新构建的制度对应于传统文化

所提供的共同知识越多，其构建成本就会越低，或

者说越是能充分利用传统文化的制度创新，其成功

的概率就越高[12]。因此，要想提高制度变革的成功

率就不能不考虑该社会已存的文化性质，比较成功

的制度变迁或具有较低变迁成本的制度革新往往

发轫于既定的文化传统。 
文化的要义在于为相关群体进行制度创新提

供一种知识结构或信息结构，具体到经济制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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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说文化为其群体配置资源提供新的经济机会。虽

然如 Bromley 所言，“制度确实界定了个人和集团
的选择集”，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该选择集会因文化

的差异而变动。比如，在传统穆斯林世界里，妇女

是不能参与生产劳动的，因而其经济制度安排与一

个妇女能普遍参与经济活动的社会的经济制度安

排必然不同，进而决定了其生产可能性边界的位置

和形状也不同[13]。这意味着，文化能够影响可选制

度集合的边界，进而影响生产效率和收入分配。另

外，当在既有的制度下经济主体难以捕获新的赢利

机会时，而政府又限制或不允许微观主体自主进行

制度创新攫取潜在的利润，或者说由于某些原因政

府会把某些制度从制度可选择集合中剔除掉，此时

会因制度的失衡而使得原本缺乏效率的制度安排

可能在这种有限制的可选集合中成为占优势的制

度[14]。在这种境况下，文化开始发挥重要作用。一

定的文化会在某种程度上自觉不自觉地改变制度

安排集合的边界，影响制度的可选择集合范围，或

言可行性制度安排集合是文化传统、制度遗产、社

会科学知识、创新实践等因素的函数。事实上，对

制度创新而言，文化的意义正在于它能够改变制度

安排集合的边界。 
文化状态不同或者说群体间存在文化差异时

会导致不同的生产可能性边界进而使社会总产值

迥异。假定文化状态 A所对应的社会群体偏好生产
劳动，该群体具有较长的发展历史并积累了丰富的

生活及生产方面的知识与经验，且该群体成员还具

有勤奋、诚实、俭朴的生活态度；而文化状态 B所
对应的社会群体并没有悠久历史，且其个体成员厌

恶生产劳动、缺乏诚恳品质、偏好投机取巧，在其

基本生活用品足够用的情况下，一般不会主动努力

地进行生产创新试验，且该社会个体偏好稳定的生

活状态。上述的两种不同地方文化形态可称为地方

亚文化。在两个群体具有其他方面的相同条件，如

相似的资源禀赋、科技水平和管理技术等的情况

下，前一种社会更容易产生具有生产性的制度安

排，因为在其群体成员的知识结构或文化遗产中具

有更多或更好的可供选择的生产性制度集，而且所

选的生产性制度安排由于具有相一致文化意识的

支撑往往还会导致较低的建立、推广和维持成本；

与此同时，后一群体更偏好具有分配性的制度安

排，而且在其心智构念中也缺乏生产性制度的信

息，因此他们不知道如何来构建更具生产效率的制

度安排，不得不付出较高的学习成本或创新成本，

而且该社会群体还缺乏进行制度创新的意愿，或者

说即使该群体中的一部分人率先进行了制度创新，

新制度也难以大范围推广，因为他们缺少相应文化

体系的支撑。总之，一定的文化会扩展或缩小相应

社会群体的制度创新选择集空间。 
上述研究虽然仅从抽象层面一般地探讨了文

化对经济制度变迁的影响，但它对笔者探究农村非

正规金融制度发展中的合会兴起无疑提供了有益

的启示。接下来，笔者拟从文化方面对温州农村合

会的兴起寻根溯源。 

三、温州农村合会兴起的文化因素分析 

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温州处在东南沿海前
线(距离台湾基隆仅 148海里)，国家很少在此投资，
国有和集体经济不发达，农业收入非常有限，许多

村民靠国家返销粮和救济款生活，一直到改革开放

前，温州农民生活都比较困难。改革开放后，温州

农民十分重视开展经济活动，但农民很难从正规金

融机构取得贷款，资金不足成了农民创业的头等难

题。那么，在农村正规金融缺位的背景下，温州农

民到底是如何来解决融资问题？ 
事实上，当面临资金短缺时，绝大部分温州村

民会参与各类合会 (也叫“钱会”)，如标会、轮会、
摇会、抬会等。合会一般由会首（即会头）邀请若

干个亲戚朋友（即会员）发起设立，并约定每隔一

定的时间举行一次聚会来缴纳一定数量的会款，轮

流交给一人使用。一般来说，会头先使用第一次聚

会所募集的会款，此后，或按照竞标的方式，或按

照摇骰子的方式，或根据会员的不同需求来决定会

款的使用次序，并且每个标会成员都有一次获得会

金的机会。会首在合会的运作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

作用，可以说，离开了会首合会就无法运行，因为

会首不仅负责定期召集会员竞标，还要监督会员按

期缴纳会金，甚至替不能按期交纳会金的会员垫付

会金。 
在温州的农村中，有一个名叫项东村的村庄受

到了学界和新闻媒体的高度关注，其合会兴起情况

可见一斑。项东村位于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钱库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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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片的水网平原上，是中国著名的“温州模式”

的发源地之一。项东村四面环河，水路交通自古就

很发达，水利资源丰富，农业以种植水稻为主，但

人均耕地面积不足 0.3亩，户均不足 1亩，属于典
型的人多地少村庄。截止到 2005 年，项东村共有
293户村民，1 105多人[15]。1972年该村创办苍南
县日用制品厂，开启了村工业发展，带动了该村一

大批家庭私营工业的创建和发展。项东村农民很少

有人得到银行贷款，大部分村民都是通过民间金融

组织——合会来融通生产性资金和消费性资金[16]。

胡必亮的入户调查资料表明，该村 82.8%的农民参
与了合会，融通资金的平均规模约为 6 000元，平
均运行周期大约为 2年，此种方式的年融资总额约
为 130万元[17]。一般来说，他们参与合作的目的主

要有二：一是为了融资，二是为了投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经济体制改革目标

后，发展商品经济成了必然选择，多种经济成分并

存的局面也逐渐生成，非公有制经济得到了快速发

展，但旧有的国有计划型金融制度没有及时变革，

不仅不能有效地为农户的生产活动提供资金支持，

反而成了农村资金流出的主渠道。在此背景下，农

村经济行为主体在国有正规金融制度之外自发演

化出了非正规金融。显然，合会这类农村非正规金

融组织的兴起是中国发展商品经济的必然结果。但

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合会这类非正规金融组织为何

仅仅兴起于以项东村为代表的温州等东南沿海地

区，而不是随着市场经济秩序的不断扩展而普遍流

行于中国其他地区？再者，在政府没有出台针对合

会这类组织的法律法规，也就是说合会金融契约的

执行不受国家法律保护的情况下，该类组织又是如

何保障其契约的履行呢？笔者以为，要解开这个谜

底，就不得不提及温州所处的地方亚文化环境。 
1．地方亚文化的主导 
早在解放前，温州地区就普遍存在合会组织，

其历史至少可追溯到南宋时期，当然，这与该地区

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传统密不可分。为了厘清该地

区的文化对当地农民群众经济行为的影响，可从温

州先哲们的学术思想中窥探出其文化特质、历史传

统及其社会影响。在中国社会思想史上，有一个很

有特色的学派，即浙东事功学派，该学派是南宋以

后兴起于浙江东部一股大的具有鲜明反经学和理

学倾向的新思潮，在当时的学术界影响极大[16]。这

个学派由三个分支学派组成，即以陈亮为代表的永

康学派、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以叶适为代

表的永嘉学派，他们都特别强调学以致用，倡导对

社会实际问题的研究，注重实践精神，反对虚言空

行，尤为反对儒家学说的只重义而不讲利的观念，

主张“以利和义”与“义利并举”，而不是“以义

抑利”[17]。事功学派的文化思想实际是浙东人一直

践行社会观念的某种理论总结，或者说它是地方思

想观念的理论化产物①。该学术思想对温州人影响

深远，温州人的种种“不安分”则具有该学派之遗

风。1956年合作社时期，温州地区的农民就开展了
“包产到户”，公开反对集体化[18]。当代温州人普

遍具有较强的经商意识，其行为具有鲜明的个人主

义色彩。温州地方文化思想其实与现代市场经济理

念是相通的，注重对利润的追求，强调通过个人奋

斗来实现其价值，强调通过商品生产来获利。这正

是该地区工商业长期占主导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
②。这种地方性亚文化的意义在于为温州人参与合

会活动提供了合法性来源，潜意识暗示他们这种逐

利行为自古就是天经地义的。这就是为何合会这类

非正规融资方式偏偏在浙东地区如此流行的一个

重要因素。 
2．商业文化传统的影响 
温州地区历来人多地少，自然资源贫乏，加上

又极易受台风、洪水、海潮等自然灾害的影响，历

史上温州人的经济活动多以经商为主、农业为辅，

早在北宋时期温州就是中国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

之一，此后不论哪个朝代该地区商业都很发达。经

过近千年的文化积淀逐渐成就了其重商轻农的文

化传统精神③，也因此繁育了浙东人的机智敏锐、

开拓意识和冒险精神，并在实践中习得了经商之

道。这种商业文化精神与现代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家

精神和商业意识是一致的。不过，在新中国成立后，

上述商业精神被政府强大的行政控制给压了下来，

该地区也因此成了计划经济时代最落后的地区之

一。幸运的是，改革开放后，这股商业文化传统再

次兴起并成为市场秩序扩展和经济发展的强大原

初动因[19]。个体私营经济之所以在改革开放后最先

在温州等地区兴起，与本地的重商主义传统和功利

主义思想密不可分。正如前文对文化理解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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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地区的商业文化传统，为当地群众快速融入市场

经济提供了一种共同知识或共同信息，而这种知识

或信息是从事商品生产和市场运作的先决条件，因

而当全国其他地区还在对市场存疑或者沉浸在社

会主义国家到底要不要发展市场经济的争论中时，

温州人早已将其商品或业务打入了全国各个市场，

并在市场中占有了一席之地。 
尽管在计划经济时代，该类民间融资形式曾因

国家的强行控制而暂时消失，但关于合会的知识却

完整地存留在了当地农户的记忆深处，一旦国家的

金融管制政策发生松动，自发的民间融资活动便再

次复活了。换言之，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该地区

早就积累了丰富的关于合会如何运作的基本知识，

可直接承袭已有的融资模式而无需再进行制度创

新试验。总之，该地区独特的商业文化传统不仅为

当地农户扩展或创新其融资方式提供了必备知识，

还使新的融资模式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推广。 
3．宗族文化因素的约束 
宗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要素[20]，家庭只是

作为宗族的一个部分而存在，并不具有独立的地位

和作用，尤其是南方的宗族不仅拥有较大的族产和

具有共同意识形态，还具有保护本族弱小者的职

能。如项东村具有同一祖先的项姓人口在村里占绝

对统治地位，而且他们还拥有共同的项氏祠堂和族

谱④，并通过日常红白喜事而联结在一起。无疑，

项东村属于中国南方典型的宗族型村庄，正如胡必

亮所言“项东村从严格意义上讲应该具有比较强的

以项氏宗族为基础的村落家族共同体的性质”[17]。

对于合会而言，地方宗族文化的意义在于，在本村

同姓农户之间签订私人双边借贷契约时宗族隐约

地充当着契约的第三方强制执行者，如项东村的老

人协会就发挥着这方面的作用，这不仅有利于降低

合会的运作成本，还能增大违约者的风险和成本。

当然，最重要的在于宗族文化给合会参与者施加了

无形的道德压力，进而保障契约具有自我实施特

征。大量针对项东村的调研也表明，像合会这类的

活动，其参与范围基本上限制在本村同姓村民和邻

近的亲朋好友之间，而相邻村民之间互相组会的情

况并不普遍[17]。当然，这有助于借助宗族文化来最

大限度地约束参与者发生道德风险，降低民间金融

活动中的逆向选择问题。进言之，虽然合会这类不

具有合法性的非正规金融组织无法依赖现有的法

律制度来降低其运作风险和成本，但宗族文化的存

在正好能够有效地克服因国家正规法律秩序缺失

所引致的无序进而降低民间私人借贷交易的不确

定性，因此，宗族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发挥了关系治

理的作用。 

四、结论与启示 

尽管主流经济学家早就将文化从其“个人在局

限条件下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这一核心假设中分离

出去，但前述论证表明，文化对制度变迁确实至关

重要，文化不仅影响制度创新的成本，还影响制度

安排选择集的变动，其具体影响效应依文化性质而

定。温州人在童年时代习得的地方性亚文化传统为

其独特的融资秩序的持续存在提供了基础，也为当

地小商品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顺利转型提供了

信念基础；地方亚文化使温州人内生出了一种关于

世界应该是什么的地方性群体观念，尽管政府禁止

私人组织或参与非正规金融活动，但深受地方亚文

化影响的温州人依然认为私人间的资金互助活动

不仅有助于改善其私人福利，而且也是可接受的、

适当的、公正的，没有什么不妥，并不违背人们的

内在认知观念。这就是为什么仅在温州等深受事功

学派影响的地区自发生成了一种由民间金融主导

的市场体系。可见，地区性文化差异导致了农村非

正规金融制度的地域差异。此外，还要认识到，该

地区功利主义、重商精神及其宗族文化在现代市场

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较好的促进作用：一方面

该文化为微观行为主体提供一个共同的价值观，进

而有效地降低了融资活动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为

其行为提供了必要的知识及信息，进而扩展可选的

融资制度集合。需要强调的是，笔者把中国农村非

正规金融制度在浙东地区的兴起归功于地方亚文

化的特殊性，并非有意否定其他因素的作用，如地

方政府的支持态度或容忍程度、个体私营经济的强

融资需求以及对非法融资收益的过高预期等，只是

想把文化的独特作用从各种因素中剥离出来，单独

分析其对制度演进的影响。 
显然，在合会这类非正规金融组织的兴起、推

广、流行的背后是有一种特定的地方亚文化与之相

联系的，因而要想正确地探究非正规金融制度兴起



 
 

第 15 卷第 5 期               邵传林等 温州农村合会兴起的文化溯源                             33 

的原因就不能不考量文化对它的影响。当然，笔者

所强调的地方亚文化与非正规金融制度的关系是

双向的，或者说二者之间是相互影响的，而不是单

方向作用的，文化促进合会这类非正规金融的生

发，同时普遍流行起来的农村非正规金融制度反过

来又强化或证实人们所具有的地方亚文化。上述研

究结论的政策启示在于：既然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兴

起并不具有同样的成因，就不能用“一刀切”金融

政策对待各种形态的农村非正规金融，有必要采取

差异化的金融政策，应鼓励有条件的地区率先开展

金融制度创新试验，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农村地区的

金融发展模式；此外，还要从《宪法》的高度切实

赋予农户自由签订金融借贷契约的权利，保障借贷

契约权的永久性及稳定性，鼓励农户签订借贷合

同，明确民间金融的法律地位，引导其更好地服务

于广大农户，并消除农村非正规金融正规化的壁

垒，鼓励农村非正规金融向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转

型，并保障其合法地位。 

注 释： 

① 笔者以为，这种文化精神是由该地区特殊的地理资源禀

赋决定的。浙东地区自古以来就人多地少，或者说人地

关系矛盾突出，农业落后，于是，很多剩余劳动力自发

地从事家庭手工业及商业贸易活动，从而缓解了资源瓶

颈的约束，并经过长期演化出了一种重利精神。时至今

日，这些客观条件依然存在，因而其重利观念得以长期

存续并深入人心。 

② 根据史料记载，该地区自宋以来就是中国重要的通商口

岸和工商业中心。 

③ 笔者在此地调研时发现，在当地流行着一种说法“一流

人才经商，二流人才读书上大学，三流人才在家务农”，

而且很多老百姓都这么认为。这也从侧面反映了该地区

的重商精神。 

④ 笔者在调研时曾对位于项西村东侧和项东村西侧的项氏

祠堂进行了参观，该祠堂由专人负责维护，而且这两个

村几乎每年都要举行祭祖仪式。显然，这与北方平原上

的典型村庄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地方特色，而华北地区

的大多数村庄不仅没有祠堂，而且同宗族的仪式也越来

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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